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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透视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
李 强

(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表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社会整体结构变迁有四个方面，即

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职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大城市、超大城市

与小城市人口社会地位出现分化。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发生重要变化。绝对贫困治理取得重大成就，相对贫

困治理的任务凸显出来。社会代际流动的全国调查数据并不能支持阶层固化的流行观点，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保

持比较高的代际流动率仍是 21世纪的重要任务。要鼓励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企业家群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进程中发挥其重要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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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适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

实践证明，认识社会分层结构的状况对于党和国家

制定基本战略与方针、策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分析》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力量作出极其
精辟的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已

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完成商品市场化、

就业市场化以后，各个资本要素的市场化，包括金

融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等也不断深化，这些对中
国老百姓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极为重大。

老百姓的住房从过去的绝大部分为公有转变成今

天的绝大多数为个人所拥有。这些都对中国社会
分层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些人社会地位上升，

有些人社会地位下降。2020 年初突发的新冠疫
情、近来国际上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发展的打压等，

也都影响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本文试图探索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和

各种社会力量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及其未来趋势。

一、关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

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传统上有

“四大阶级”的说法，后又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的说法［1］( P388—399) ，无须赘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
社会整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社
会阶级阶层，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发生了变
化，还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对于这种变化，
陆学艺提出“十个阶层”的观点，即国家与社会管
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
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从业人员、产业工人、

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1］( P394)。这实际
上主要是对职业分层的阐释。笔者则以纯粹量化
的方法，依据“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作了定量研

究。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已经从“倒丁字型”社会
结构转变为“土字型”。这说明两个基本现状: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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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迄今为止，中国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仍较大;其

二，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明显有所上升。根据笔者所
带领的课题组的测算，目前中国中产阶层( 包括其

家庭成员) 占全国总人口的 26% ～ 28%，人口有 3
亿多。下面笔者试先阐述以下四大整体变化。
第一，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就整体社

会结构来看，从 21世纪初叶中国以农村为主体，变
为当前的城市常住人口为主体的社会。通常用城
镇化率来显示这种变化。2001 年，中国城镇人口
48064万，占总人口 37．7%; 乡村人口 79563 万，占
62．3%。据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
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万，占 63．89%;居住在乡村
的人口为 50979 万，占 36．11%①。也就是说，中国
城乡人口比例正好倒了个个，当年是居住在农村的

人口占 6成以上，而至 2020 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则占了 6成以上。
城乡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城乡差异历来是中

国的最大问题之一，但目前亦有新的特征，就是城

乡差异出现了复杂化和多元化局面。仅从收入曲
线看城乡之间差异，将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与农村

年人均收入加以比较，差距有一些缩小，过去城市

是农村的 3倍以上，现在是两倍多一点儿。但实际
情况要远比这种平均数的比较复杂得多。今天，农
村与农村的分化也很突出。农村、农民有很贫穷
的，也有很富裕的。城乡关系比以前复杂多了，以
前农村发展主要通过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解决。现
在农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因为市民化就要失去土

地，而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样的案例很多，不少地
方土地确权后，农民手里有土地证、宅基地证、房产
证，不少村庄将地权股份化了、将集体财产股份化
了，农民成为股权持有者，获得很大的分红利益。
尤其是离大城市不太远的农村，出现了一批富裕起

来的、创建了新机制的乡村。总的来看，离大城市
近的农村富裕一些，离大城市远的、边远地区的农
村落后的多一些。
第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居民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这样一种城乡人口结构的
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数亿人
的生产方式从农村的农业劳动，转变为城市、城镇
的工业劳动、服务业劳动、商业劳动。生活方式的
变化也是根本性的，从农村的那种“房前屋后种瓜
种豆”、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花
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几乎所有事情都要通过商业

交换才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很多老人都不

太适应，另一方面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市场消

费水平。转变为城市生活以后，住房面积显然远不
如之前宽敞，但生活的便利程度明显提高，出行条

件也是农村无法比拟的。那些“农转居”转变为城
镇市民的人，获得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权

利，所以，权利权益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当然，对于
很多人来说，最难改变的还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观

念，城镇生活也在每日每时训练人们遵守现代城市

文明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
文明行为，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很多难以作量化的

描述，但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是真实的。
第三，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我们先来看

看三个新生的职业群体。其一，快递员或称“快递
小哥”。根据《2020—2025年中国快递行业市场前
瞻与未来投资战略分析报告》，目前中国外卖员、快
递员总数达到 1000 万人，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十分
惊人的，2018 年该职业群体人数仅 300 万②。其
二，网约司机。根据 2019 年 10 月的报道，中国网
约司机从业人数达到 3000万③。其三，网销人员。
中国城乡从事网络销售的人群，是一个大得无法统

计的人群，迄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据我们日常观
察看，各个年龄段的很多人都有在网上销售的经

历，甚至在微信群里，网销也是常见现象。上述三
个庞大的从业群体，很多人都是兼业的劳动者，很

多人都是一天打几份工。所以，这种新的从业方
式，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创新。当代中国史上曾经历
过人人一生都只在一个单位、一个职业工作的“铁
饭碗”时代。19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化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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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 / /www．gov．cn /gongbao /content /2002 /content_61355．htm) ，《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http: / /www．gov．cn /xinwen /2021－05 /11 /content_5605760．htm) 。

参见《2020—2025年中国快递行业市场前瞻与未来投资战略分析报告》( https: / /www．chinairn．com /report /20200511 /102529872．ht-
ml) 。

参见《全国网约车司机去年已超 3000万 近半数滴滴司机 30—40岁》( http: / / jiaoxue．cri．cn /20191017 /a307b863－d444－118d－6dd3－

79a4295e46b5．html) 。



劳动者更换工作单位以及职业变迁已成为比较普

通的事情。而今天出现的新趋势是，哪一种劳动挣
钱快，劳动者就会涌入哪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且不

少人都是在兼职工作。如此，研究者要想严格区分
每一个人的职业位置，就变得比较困难。

第四，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
小城市、小城镇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分化。正
如上文所述，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上，城乡关系发

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持续多方位的政策调整，城乡
之间的差异有了很大变化，很多农民开始到家乡附

近的城市或城镇买房，从乡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

活。而与此同时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大城市、

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存在着巨大的分
化。这种分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城市之间职业地位的分化。人们的职业
地位是一种综合社会地位，它暗含着社会地位、经
济收入、声望等，非常重要。我们先看下表
1［2］( P243) :

表 1 中国不同规模城市本地居民

与流入人口的职业地位结构

城市规模 人口类型 职业上层职业中层职业下层 合计

中小城市

本市人口 4．15% 14．36% 81．49% 100%
省内跨市流入人口 7．68% 30．83% 61．48% 100%
跨省流入人口 4．43% 27．80% 67．77% 100%

大城市、

特大城市

本市人口 7．73% 20．60% 71．67% 100%
省内跨市流入人口 7．34% 38．57% 54．09% 100%
跨省流入人口 4．50% 31．40% 64．10% 100%

超大城市

本市人口 16．52% 41．37% 42．11% 100%
省内跨市流入人口 7．24% 46．09% 46．66% 100%
跨省流入人口 6．51% 39．63% 53．86% 100%

上表 1中的城市都是中国官方正式定义为城
市的地区，而不同类型城市的定义是:市区常住人

口 50万以下者为小城市，50万至 100万以内者为
中等城市，100万至 300万以内者为大城市，300万
至 1000万以内者为特大城市，1000万及以上者为
超大城市。由于国家尚未公布“七普”的职业数
据，所以这里引用的是“六普”的数据。不过，可以
看到，即使中小城市的规模其实也是不小的。职业
地位的区分是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 ISEI) ，此不详述。从上表 1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尤其是本市人口，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人口职业地

位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所以，近年来，很多大学
毕业生虽然想回家乡参加建设，但感到中小城市的

职业结构与自己在大城市大学里所学习专业的职

业结构不匹配。这样，人才就更多地从小城市流往
大城市。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关键，人才的流失就更
易造成小城市发展的恶性循环。
其二，笔者认为，这种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

城市的差异，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
异。所谓“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是中国一种比
较突出的现象，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到了最为

突出的作用，每一个地区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资源

配置也大体上依照这种行政级别配置。所以，级别
高的大城市自然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
小城市即使再有市场活力也比不了这种按照行政

级别给与的全方位资源配置。
其三，这种差异也突出体现在房价上。特大城

市、超大城市的房价无论怎样控制，还是呈攀升的
趋势。而中小城市的房价虽也有上升，但大多数呈
下降趋势。北京大学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
民家庭财产的构成中，79．8%是房产［3］( P33)。特大
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小城市的房价不
升反降，这本身就代表着家庭财产的分化，这是导

致财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处理大城
市房价的循环累积效应，迄今仍是一道难题。

二、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

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变化趋势，也可以放在上

面的整体结构中来谈，但由于文字较多，这里就专

门来谈。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成
为中国媒体界以及社会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
等收入群体当然好理解，就是按收入划分为高收

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从社会学角度看，处
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人群也必然具有其职业特征、
受教育特征、经济财产地位特征、生活方式特征，等
等。所以，社会学界比较多地是使用中产阶层的说
法，其实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等级、
中等阶级，对应的英文都是一个词: middle class。
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发展是 21世纪以来的突出

现象。21世纪，中国财富总量急剧扩张，这是中产
阶层增长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的时
期，当时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中产阶层 8 年增长
了 8个百分点，每年有 800 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认
为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初步形成［1］( P22—23) ;也有人提

出，调查证明中国主观认同中产阶层的比例是比较

高的［4］( P110)。然而，这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近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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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大冲击。
2020年初突发新冠疫情后以实体服务业为主

体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大冲击。据报道，中小
微企业收入降低 69．5%①。很多中小微企业坚持
不下去，就只好破产倒闭，城市白领群体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城市白领群体大多是到城
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首先遇到的是房贷或租

房的压力。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收入稳定，一般
还有能力偿还房贷，若一旦收入下降或失业，往往

就只能求助于父母的补贴，但如果父母亦无能力资

助，那就面临着失去房屋、失去以往所有为房屋的
付出，甚至面临着因失去工作而不得已离开城市返

回农村老家的风险。再有就是维持中产生活水平
的压力。中产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日常消费、子女教
育、社会交往等都处于明显高于低收入者的水平，
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经济打击，他们就不得不退出

中产的生活方式。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本来就不
高，根据笔者的计算和参考其他学者的数据，目前

大约仅占全体就业者的 25%。中产阶层中的大部
分人并不是地位比较稳定的中产核心阶层，而是处

于中产边缘层的位置。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中国
中产阶层的 73%处于中产阶层的边缘状态［2］( P373)。
处于边缘状态就意味着，一旦受到经济上的冲击，

就可能会从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群体。再加上目
前极其不利的国际局势，众多发达经济体从多方面

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政策。所以，以往对于中国中
产群体发展比较乐观的估计，恐怕要调整;对于中

国中产阶层未来发展速度的预期，恐怕要有所降

低。
当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共中央在新时期

提出的重大战略。2016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作了重要讲话，使用了“中等
收入群体”的说法，将“者”改为“群体”，意义重大。
习近平详细阐释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措施:

第一，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

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

础;第二，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

动创造美好生活;第三，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第

四，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第

五，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

得回报;第六，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

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5］。党和国家为中国
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
笔者曾经分析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大渠道:

第一，正规教育渠道;第二，专业技术渠道;第三，市

场渠道。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的 40多年里，社会地位上升人数最多的是通过
市场渠道［2］( P394—395)。中国劳动者人数最多的还是
农民、农民工，他们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绝大多数是
通过辛辛苦苦的小本经营、市场经营。所以，我们
的城市管理者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经营者的权益，

绝不要打击他们，更要学会精细化管理，营造规范

良好的经营环境。出身于农民的这些经营者，通过
经营、营销实现社会地位上升，能够从底层爬上来
非常不易。未来的中国，要想实现中产社会，还必
须对于经济上的垄断有严格的法律约束。高度垄
断的经济是摧毁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杀手。历史
经验证明，中华民族非常善于经营，如果想在我们

这样的巨型人口社会实现中产社会，就必须创造有

利于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制度环境。

三、关于中国的贫困群体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贫困治

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贫困人口从 2012年底
的 9899万减到 2019 年底的 551 万［6］，到 2020 年
底，党和政府宣布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

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这样的成就为全
世界所瞩目。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处理贫困问题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理论上看，贫困是区分为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不同情况的。所谓
绝对贫困，是指低于维持人们有效活动的最低指

标，这个理论和测量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朗特里

( B． S． Rowntree) 提出的［7］( P3—4)。当然，不同历史
时期绝对贫困的测量标准也有很大差别。中国绝
对贫困测量标准的最初尝试是 1984年中共中央书
记处农村政研室提出的。当年是以口粮为标准，提

391

◆ 社会学透视 ◆

①参见《疫情下中小企业减收近 7成 专家警告:若出现倒闭潮后果将会很严重》( https: / /new．qq．com /omn /202005 07 /20200507A0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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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均口粮南方稻米产区 400斤以下，北方杂粮产
区 300斤以下。可见，当年的标准是非常低的。此
后，改为用人均年纯收入测量，最初是只有两三百

元人民币。即使是这样的标准，如 1989 的标准是
259元，该年的贫困人口为 1．06 亿。此后，该标准
每年都有很大提升，到 2011 年该标准为 2300 元
( 这与该年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一致的) 。由于标准
提升了，该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 1．06 亿。2019 年
标准是 3218元，2020年底标准是 4000元。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按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当然，除了人均年纯收入的标准以外，中国还制定

了相应的其他保障标准。
那么，什么是相对贫困呢? 所谓相对贫困，指

相对于社会上平均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

社会生活水准的最下层。因而，相对贫困测量的是
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
份额。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 P11)。所以
处理相对贫困问题，将会是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

设的长期任务。目前，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
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比较突

出，所以需要从资源配置体系和制度、收入分配、社
会保障体制等诸多方面推进改革。与相对贫困的
斗争，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下面仅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角度，

讨论一下中国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未来趋势和解

决办法。2020年底以前，中国扶贫脱贫工作的重
点更多是关注农村地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

我们必须注意，相对贫困的问题在城市中开始凸

显。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所说的中国已经变为城
市常住人口为主的社会;另一方面，城市的贫困问

题有其特殊性。在农村的农民以土地为生，只要种
地总还会有一点儿收成，多数农民家庭种菜、养鸡、
养鸭、养猪，一般总还能够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而
城市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钱，一旦没有了

工作、断了生活来源，若再无积蓄，那真的是会陷入
绝境。针对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1号决定，从 1999年 10月 1日起施行《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全国每个城
市都制定自己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
制定标准时，要考虑到维持当地城市居民家庭基本

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
煤( 燃气) 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等。
当然，全国不同城市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特

大城市、一线城市生活费用较高，其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也就会稍高些。下面我们试比较一下北京和
石家庄的城市居民低保标准。2020年 7月，北京市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此前的家庭月人均 1100元调
整为 1170元。在过去八年时间里，北京的标准一
直逐年提升，从过去的家庭月人均 500 元、520 元、
580元、650元、710 元、800 元、1000 元一直提升到
现在的标准。相比北京的标准，石家庄由于城市日
常生活费用较低，其城市低保标准仅为家庭月人均

671元( 8052元 /年) 。当然，石家庄也是逐年提升
到这个水平的。根据国家规定，当城市居民家庭人
均收入达不到这个水平时，就可以向最基层的城市

社区居委会申请，经核准后，由民政部门发放，发给

现金，补齐到这个标准。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市贫困问题，

相对贫困的特征更为突出，该标准受到很多因素的

影响。比如，受到物价的影响，如果物价大幅上升，
就要相应调整补助的标准。又如，因受到新冠疫情
的打击，一些人失去工作，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

那就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还要特别注意的是，
目前中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针对有

该城市户籍身份的居民，如果是外来打工者、外来
流动人口则无法享受该城市低保福利。譬如，北京
市常住人口近 2400 万，但有北京市户籍身份的只
占一半，另一半 1200 万外来打工者、外来流动人
口，虽然常住在北京，却无法享受北京的低保福利。
再者，中国多数地区，城乡之间的低保标准还有很

大差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相对贫困会长期
存在，与贫困的斗争会是一项长期任务。
从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看，在试图解决贫困问题

时，最为艰难的当属“文化贫困”。也就是说，贫困
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

化体系。这种现象在中国西部的一些过去称为“集
中连片贫困地区”“特殊文化族群”中可以看到。
贫困群体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套特

殊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形成了一种
“贫困亚文化”，对于周围的人群、对于后代产生影
响，甚至代代相传［7］( P11—16)。中国的一些扶贫计划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地的扶贫干部帮助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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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贫困群体搬到了平原地区，搬到了新家，结果

后来，很多人竟又跑回原来落后的山里，说是在平

原生活不适应。所以，如何教育这样的群体形成积
极上进、具有奋斗精神的价值观，形成全新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四、关于贫富差距问题

上面谈到贫困群体，这就必然涉及与富裕群体

的比较，即贫富差距问题。测量贫富，通常是测量
财富或收入。由于测量财富比较复杂、不好操作，
所以通常测量收入，所以也称为收入差距问题。

21世纪以来，中国贫富差距确实一直处于高
位。下面都用基尼系数显示贫富差距，采用的是中
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16［9］( P59)。如此低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是极为
罕见的。这与当时中国均等化的分配体制( 包括住
房的分配体制) 、票证供应的特殊分配体制等有直
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配
置资源的体制。市场的原则是激烈竞争、优胜劣
汰，这样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

一路攀升的。根据笔者的数据，1988 年为0．38，
1994年为 0．4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见下图
1) ，在 21 世纪之初是呈现出继续上升趋势的，但
2008—2009年达到 0．49以后，又逐年下降，2015—
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6～0．47。2016 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未公布新的
基尼系数数据，所以，我们就暂且分析在这样水平

上的贫富差距情况。

图 1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制图( 2003—2015) ①

社会分层研究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贫富差距问

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得到了多少份额? 第二个问题

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份额? 从第一个问题看，中

国改革开放以前广大居民得到的份额确实差距很

小，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到了 21世纪，居民的收
入差距明显较大。从基尼系数看，有些研究机构的
基尼系数还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西南
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提出 2010年中国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基尼系数是0．61［10］;北京大学社
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报告提出，2012 年中国城乡居
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左右［3］( P30)。当然，

这都是非官方数据。尽管不同报告有差异，判断
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则是社会各界比
较一致的共识。当然，图 1 也显示，2008—2009 年
基尼系数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趋势。但迄今还是
不低于 0．46的水平，仍处于较高的位置上。
怎样看待这种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呢? 这就

涉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分配份额。
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居民家

庭人均基尼系数很低的原因是由于采取了用行政

体系、票证制度来配置资源，其结果是“均等化程
度”确实很高，但这绝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在资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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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限的情况下维持供应的不得已做法。所谓“干
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方式，也在
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
1950—197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上一
般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是越来越大［11］( P2) ，显然仅仅

观察第一个问题还不行。笔者在 1990年代曾经作
过一次大规模城市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研究家庭经

济史。结果发现，1950—1994 年，中国城市居民家
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最低的一段时期是“文化大革
命”十年。所以，仅仅追求很低的基尼系数不是我
们的目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不愿意过当年那种普遍

贫穷、商品短缺的日子。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处于高位。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上文也分析指出，与市场配

置资源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市场是怎样配置资
源的呢? 中共中央的文件表述是“各类生产要素由
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12］( P32)。也就是说，劳动、知
识、技术、管理、资本各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尽管
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但普通工人、农民劳动获得的报酬还是很
低的。相比之下，资本的获益具有明显的“雪球效
应”( 越滚越大) 。再有就是经济的高垄断造成了
少数垄断者获利极大，而多数劳动者利益受损。中
国是超巨型人口社会，有 14亿人口、有 4．9416亿家
庭户，要想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就

必须更多地保护中小经营者、小微经营者的经济利
益，并严格约束垄断者对经济资源的控制。
总之，造成中国当前较高基尼系数的原因是极

其复杂的。在初次分配中，市场竞争的因素所起的
作用大一些。近来，操作型技术人才短缺，这样一
些高技能的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上升了，甚至超

过了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这也是中共中央多次强

调要扩大培养高技术工匠型人才的原因。社会的
再分配是由税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完成的。
此次十四五规划就特别强调要加大税收、社保、转
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此外，社会还有第三
次分配，也就是全民都参与的慈善、扶贫、帮助他人
的事业。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确实需要全民的参
与。党和国家政策的调节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全
体人民树立起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目标，那么共同富

裕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在 21世纪，如何使得全
体人民树立起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目标，其任务也是

相当艰巨的。

五、关于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的问题

关于社会流动、阶层固化，大家讨论得比较多，
特别是每当高考前后，社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就是

高考是否还是地位上升的最重要渠道。社会上流
行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出现了阶层固化，并认

为富二代、官二代等现象就是阶层固化的体现。
那么，社会学是怎样测量社会流动和测量阶层

是否固化的呢? 社会学是通过称之为“代际流动”
来测量。就是通过大样本的家庭户抽样调查，记录
城乡不同类型的家庭中爷爷( 奶奶) 、父亲( 母亲) 、
儿子( 女儿) 的社会地位( 包括职业地位、经济地
位、教育地位等) ，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得知上一代
人与下一代人各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当然，这
种社会地位变化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将上

升和下降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流动的比率。比率
高、流动率高说明代际之间的关系没有固化，反之，
比例很低则说明阶层固化。
根据这样的测量方法，试分析一下中国的代际

流动率到底如何? 陆学艺及其课题组 2004年发表
的成果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代际流动率

明显上升，改革开放以前是 41．4%，改革开放以后
是 54．0%，而且是上升流动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
前上升流动是 32．4%，改革开放以后上升流动为
40．9%［1］( P176)。这意味着，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改
革开放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上升机会。再者，对于现
有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分析，发现他们的父母是

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总共占比 15．4%。
也就是说，其余 84．6%的现有管理者是来自其他各
阶层的家庭: 9．2%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家庭，9．2%来
自办事员家庭，3．1%来自小业主家庭，16．9%来自
工人家庭，46．2%来自农民家庭［1］( P140)。易言之，从
全国社会调查数据上看，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观

点。当然，该研究也解释了，虽然在现有的管理者
中，来自农民家庭的比例很高，但是由于农民在整

个人口中占比很高，超过总人口的 60%，而管理者
在全中国人口中占比很低，故从概率上看，管理者

家庭出身的人进入管理者职位的概率还是要明显

高于农民家庭出身者的概率。
下面，笔者采用两个数据:一个是 1990年代中

期笔者组织的全国城乡等比率等概率抽样入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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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图 2中显示为 1990年代;另一个是采用中
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的 CGSS数据，图 2中显示为

21世纪。

图 2 中国人的总体代际流动率

在图 2中，纵坐标显示的是代际流动率，横坐
标显示的是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从 1934 年以前
出生的，直到 1975—1979年出生的、1980—1989年
出生的。比较的变量是这些被调查者与他们父辈
相比，职业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数据显示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总体代际流
动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种总体流动率表现出
的特征是:越是年轻的一代人，流动率还是逐年攀

升的。用 1980—1989 年出生、1975—1979 年出生
者与前几组出生的人比较，代际流动率明显上升。

所以，从全国的调查数据上并不支持阶层固化的说

法。当然，笔者也同意上述陆学艺等学者的分析，

由于农民、农民工的人口基数巨大，而高层管理者、

高层技术专家的人群很小，所以从概率上看，后者

的子女进入管理阶层的概率比前者还是要高一些。

问题是怎样解释当前遇到的矛盾现象呢? 即

一方面，如数据显示，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实

际的代际流动率还是上升的;另一方面，媒体上、社
会上流行的观点是社会阶层固化。为什么会产生
如此突出的矛盾呢?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代际流

动率较高比较好理解，因为中国仍处在全世界最大

规模的城市化、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乡发
生巨变，人口最为巨大的群体———农民、农民工及
其子女发生职业地位变迁，所以计算总体代际流动

率时当然会较高。那么，社会上流行的阶层固化的
观点，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不能否认，这确实源于

一些具体的案例观察。比如，在一些基层村庄、乡

镇、县的管理部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现象，这是老
百姓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当然，我们确实也可以发
现另一些不同类型的案例，即一些父辈职业地位较

低家庭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地位的上

升。另外，地位很高的名人、富人、明星等，他们的
媒体影响力巨大，引起亿万人的关注，其子女占据

高地位就更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久而久之容易形成

“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观念。所以，仅用
案例来解释，肯定不具有代表性，社会学还是强调

采用严格的全国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获得数据，计算

出能够代表全国人口的结论。这也体现了社会科
学实证调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那么，中国的代际流动率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

的位置呢? 上面图 2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的代
际流动率在国际上也属于比较高的。1990 年代
时，中国的代际流动率与美国近似，都是 0．4 多一
些，而 21世纪中国总体代际流动率为 0．55以上，这
显然是高于美国的。美国的流动率在国际上算是
中等的，代际流动率最高的是北欧一些国家，如丹

麦、瑞典、挪威、芬兰等。这些国家的代际流动率
高，是因为它们都属于高福利国家，社会上的阶级、

阶层现象已经极为弱化了。国际上代际流动率低
的国家，或也可以称之为阶层固化的国家，多是阶

级现象比较突出的，如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

譬如，印度代际流动率就比较低，这与其阶级阶层

现象比较突出有关。印度虽然在法律上早已废止
了种姓制度，但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种姓与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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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还是有关联的，所以阶层固化现象还是比较突

出的。
总之，在 21世纪，中国的总体代际流动率还是

比较高的。代际流动率高是好事情，因为高流动率
意味着社会具有活力，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具有通过

自己的奋斗实现地位上升的机会。当然，随着城市
化、产业化的逐步完成，未来造成较高流动率的有
利条件就逐步失去了。所以，要保持较高的社会流
动率，还需要作出更多的体制优化和体制改革。中
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
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

现自身发展的机会。”［8］( P46) 所以，在 21世纪里，通
过深化改革，破除多种体制机制障碍，保持较高流

动率的任务还是极为艰巨的。

六、关于新的社会阶层问题

所谓新的社会阶层，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 21世纪以来，在社会整体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新
产生了一些社会阶层。当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
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各个阶层几乎都发生

了新的变化。上文也提到，很多新生的职业群体越
来越多地成为各类产业和市场的主体，这些都是新

阶层。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新的社会阶层是
有特定含义的，其所体现的理论含义是:从统一战

线的角度看，在新的社会局势下，如何最大限度地

团结更多的社会力量。2020 年新修订和发布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提出，新的社会
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

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
新媒体从业人员。
由于新的社会阶层所涵盖的群体较多，囿于篇

幅，笔者在此主要谈一下民营企业管理者问题，这

也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阶层理论上遇到的最

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对于民营企业管理者或民营企业家的评价，我

们有过重大的理论革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
时，我们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虽然在宪法中

提出，“资本家所有制”是四种合法的所有制形式
之一［13］( P8) ，但在 1950年代中期均被改造为公私合
营企业，资本家阶级也在后来的一系列改造运动以

后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
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在改

革初期，鼓励那些老的经营者重操旧业。这一点，
体现了中国与苏联的巨大不同。在中国，民营企业
的中断，从 1956 年至改革开放以前，也就大约 20
来年，所以老一代企业经营者仍大有人在，在改革

开放初期曾发挥了很多创业和承续的作用。而在
苏联，老的经营者阶层连同经营的文化都已经完全

消失多年了，这也是后来中国经济发展与俄罗斯经

济发展局面大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 21世纪里，中国民营经济有了更为突飞猛

进的发展。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超过 2700万家，个
体工商户 9586．4 万户，这些企业和经营主体吸纳
了超过 80%的城镇就业者，是中国企业数量的 90%
以上［14］，成为 21世纪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发展力
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 21世纪，中国共产党已经在

理论上阐释清楚了，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提出了鼓励民营经济发

展的“两个毫不动摇”理论。目前，中共中央文件
使用的是“民营”企业的说法，过去曾常常使用私
营企业的说法，甚至使用资本家的说法，这种称谓

上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含义。对此，理论界给予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导言》中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
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

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
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

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
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5］( P707)中国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基本的政治、
经济、社会制度就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普照的
光”。在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都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的是为国民经济服务、为民生
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故今后绝不应该再用具有负面意义的

称谓去称呼他们。
这也涉及如何看待企业家的问题。在任何现

代国家，企业家都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
创新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概念，英文为
entrepreneur，其原意有创业者、风险承担者的含义。
我们知道，企业家是需要承担巨大财务分析、经营
风险的。所以，在 21世纪，能否完成将中国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一时一刻也缺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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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家重大功能的发挥。一大批爱国的、敢于承
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创业风险、敢于不断创新的
企业家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最为重

要的社会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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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 Trends of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al Changes Since the New Century

LI Qia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changes of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have shown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trends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re are four aspects of the overall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namely，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the great change of resi-
dents’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the significant change of occupation structure，and the differ-
entiation of social status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super cities and small cities． Import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middle－income groups．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governance of absolute poverty，and the task of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s highlighted．
The national survey data of soci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an not support the popular view of class
solidification．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new century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system reform
and maintain a relatively high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ate． We should encourage new social strata，
especially the entrepreneurs，to play an important social role in building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Key Words: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characteris-
tics and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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